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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技创新在公共治理中的深入应用，社会安全事件的应急管理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然而，有关应急管理研究较少深入探讨社会安全事件中的重大刑事案件。为丰富公共管理领域涉及社会安全事件的研究，以公安机关应对重大案件的应急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选取具有广泛影响的典型社会安全案例，结合机器学习与深度访谈的方法，构建一个衡量社会安全事件应急管理效能的分析框架，重点关注科技创新在提高应急管理效能中的关键作用。通过梳理和分析针对案件的应急基础活动和支持活动的相互作用，为政府应对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提供一个可操作的管理“工具箱”，同时也为科技创新在未来的社会安全中定位核心价值，有助于更精准有效地提升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构建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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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public governance,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social security incidents has encountered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al opportunities. China has always prioritized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bove all else, yet existing emergency management research has seldom delved into significant criminal cases within social security incidents. This paper selects three socially impactful security cases to gather extensive data. By integrating machine learning with in-depth interviews, it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assess the efficienc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social security events, with a keen focus on the critical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enhancing emergency management efficiency. The research provides governments with an operational "toolbox" for responding to sudden social security incidents, simultaneously position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t the core of future societal security. Therefore, this study aids in enhancing emergency response and disposition capabilities more precisely and effectively, propelling the creation of a stable and orderly social environment led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offering a refere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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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平安中国建设推向更高水平。2014年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战略思想首次提出，强调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1]。2015年，中央决定对公安系统进行改革，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相适应的现代警务运行机制和执法权力运行机制”[2]，以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潜在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威胁着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甚至直接危及国家安全[3]。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要“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震慑态势，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4]。这意味着，针对重大案件的应急管理处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区域，是公共管理面临的迫切议题。
应急管理是一个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性治理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把突发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基于这四大基础分类，应急管理也出现了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涵盖了由卫生部门牵头负责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由公安部门牵头负责的社会安全事件应急管理，以及由环保部门牵头负责的环境类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后者仅指由应急管理部统筹负责的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管理[5]。2018年应急管理部成立后，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应急管理部形成中国应急管理的“三驾马车”[6]。其中，公安部针对社会安全事件的应急管理可分为重大刑事案件、涉外突发事件、恐怖袭击事件以及规模较大的群体性突发事件[7]。目前，已有的公共管理和应急管理文献对恐怖袭击、群体性突发事件、涉外突发事件等探讨较多，却忽略了对重大刑事案件的深入挖掘。
针对重大刑事案件的应急管理，符合党和政府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决心。事实上，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数量一直高居每年数千件[footnoteRef:0]，一些重点大案一直备受社会关注。面临这些严峻的社会安全形势时，公安部不忘国家和人民重托，始终将处理重大案件视为其工作的重中之重（如推行命案必破机制等），对参案人员给予最强的激励措施和行政执行要求，深入开展命案积案攻坚，以保障国家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例如，仅“云剑-2020”行动开展以来，公安机关就借助科技创新破获了命案积案3 580起[8]。	Comment by 。: 何意？是作者自己统计的吗？是的话需说明统计源。还是引自网络文献？是引自网络文献的话需用文献形式补标数据来源。另外，请取消脚注。 [0:  事实上，仅2012年至2018年，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数量，一直高居每年数千件，2018年甚至达到7525起。国家统计局2012-2018年间公布的《中国社会统计年鉴》，2012年杀人案立案数11286起占比0.17%，2013年10640起占比0.16%，2014年10083起占比0.15%，2015年9200起占比0.13%，2016年8634起占比0.13%，2017年7990起占比0.15%，2018年7525起占比0.15%。] 

为丰富公共管理领域涉及社会安全事件的研究，以公安机关应对重大案件的应急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借助爬虫技术、大数据机器学习和深度访谈混合方法，收集和分析海量的、多来源的涉案信息，复盘公安机关处理重大案件的关键应急和科技创新活动，提炼专业属性和综合大类，形成多级数据结构，以构建针对社会安全事件应急管理效能的分析框架。
1  文献综述
为了统计自然灾害、灾难事故、公共卫生与社会安全4类突发事件的研究进展，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检索式“主题=自然灾害and应急管理and突发事件”“主题=灾难事故and应急管理and突发事件”“主题=公共卫生and应急管理and突发事件”“主题=社会安全and应急管理and突发事件”，文献类型=期刊，展开文献梳理，检索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4类主要突发事件研究文献
	研究
类型
	文章
数量/篇
	代表性研究文献

	
	
	期刊名称
	论文题目

	自然
灾害
	310
	《社会科学研究》
	中国政府应对公共危机能力论析

	
	
	《中国社会科学》
	基于中国问题的灾害管理分析框架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自然灾害应急协同：以议事协调机构设立为视角的网络分析

	灾难
事故
	14
	《中国应急管理》
	突发事故灾难事件先期处置工作易出现的问题及原因对策

	
	
	《管理评论》
	纵向行政约束下的事故灾难区域协同应对策略

	
	
	《电子政务》
	政媒共治：灾难事件中网络造谣与辟谣的信息行为研究

	公共卫生
事件
	908
	《公共管理学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基础建设及其应急管理

	
	
	《公共行政评论》
	如何协同福利体制与应急体系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应急管理策略

	社会安全
事件
	125
	《国家行政学院》
	北京市社会安全应急能力建设中的问题与改进

	
	
	《南京社会科学》
	基于指挥系统建设的地方政府应急管理对策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监测预警体系建设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梳理发现，有关文献对自然灾害、灾难事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类突发公共事件的探讨是丰富翔实的，但还存在明显的缺失。虽然社会安全（包括重大刑事案件、涉外突发事件、恐怖袭击、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等）是应急管理中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灾种，但学界对它的研究较为稀缺。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虽关乎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全，相关研究并未及时跟进，且缺少公共管理角度的探索。因而，从应急管理角度剖析重大案件，有益于厘清公安机关、媒体和公众在重大案件中的行为，也正是这些关键要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安全应急管理框架[3]。特别是，鲜有研究以公安机关的应急活动为基础单元，展开跨案例比较和深入分析。本质上，应急管理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在多维空间的动态耦合演化过程及其造成的后果都更为复杂、不确定，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专业性、实践性[9]，需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敏捷研判与专业化应对能力[10]，才能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2  案例选取与研究方法
以微观案例为基础，以全社会、全灾种应急管理实践的视野对公安机关处理重大刑事案件应急实践的样态进行梳理与对比分析[11]。根据《犯罪学辞典》的阐释，重大刑事案件是犯罪情节严重的案件[12]，而应急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该系统的各环节需要在案发事前、事中和事后高度协调配合，这个全流程的实践建设导向只有将涉案人员及社会公众在各个环节中的活动和行为聚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应急管理链。
2.1  案例选取
采用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选择3起典型重大刑事案件为样本，展现对比中国应急管理制度建立的不同阶段内，公安机关应急管理实践活动的异同。从案例的选取来说，以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立和发展的3个核心阶段为界，选择了南京市大学生外出死亡案件（以下简称“南大案”）、苏湘渝系列杀人案（以下简称“苏湘渝案”）和杭州市女子失踪案件（以下简称“杭州案”）的案件资料进行复盘分析。具体案例选取的逻辑如下。
其一，根据闪淳昌等[13]的观点，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演变发展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单灾种应对为主的应急管理体系阶段（1949－2003年）、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应急管理体系阶段（2003－2012年）、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的应急体系阶段（2012年以后）。具体而言，第一阶段是中国应急研究的初始，鉴于这一阶段国内环境稳定，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单一专项突发事件减灾救灾为核心的应急系统建设上，以及学习西方的应急管理 ；第二阶段始于2003年非典疫情，学者开始关注“一案三制”，即制订修订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应急的体制、机制和法制[14]。而现阶段的研究焦点转向了如何更有效地预警，及时作出科学的应急决策及响应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根据Thorvaldsdottir等[15]和Lu等[16]观点，现阶段西方学者纷纷提出全面应急管理（comprehensive emergency management）模式，这与中国学者所提倡的全社会应急管理（all-stakeholder management）体系建设遥相呼应。而这些都需要大量信息数据的支撑，由此，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应急管理。南大案、苏湘渝案和杭州案（以下简称“3个案件”）分别发生于1996年、2004－2012年和2020年，处于中国应急管理体制完善的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和时代性。而且，发生于2020年的杭州案是全国知名的重大刑事案件中案发时间较近的，反映了应急管理的最新发展状态。
其二，3个案件的社会影响极大，在公开报道与网络自媒体中关注度甚高，均涉及由案件本身引发的一系列舆情危机和社会恐慌，对社会稳定造成了威胁：南大案被写进畅销书，也被主流媒体《新京报》和澎湃新闻等多次报道，是各大自媒体上网友最关注的案件之一；苏湘渝案被公安部列为“第一号案”，造成案发地人心惶惶，群众安全受到威胁，著名导演还曾以案件原型拍摄电影；杭州案同样被《三联生活周刊》等诸多媒体跟踪报道，也是网络直播和短视频传播噱头，受害人住址竟成网红打卡地点。
其三，案件中警方均竭力尝试发动群众力量寻找线索、主动公开信息，破除案件带来的恐慌和其他负面危害，这也与重大案件应急制度的发展成熟息息相关，促使其能够为公共安全体系的建设出谋划策。
2.2  数据收集与分析：以机器学习结合质化访谈
从数据收集角度整合了涉及突发重大案件中的各类信息源，采用人工文本收集和Python的爬虫自动化技术，全面追踪公安机关的应急实践。
首先，为了提高文本的权威性、客观性与及时性，聚焦政府官网、专业性综合网站、全国性媒体、各省份代表媒体等关键信息源，广泛浏览公安机关官方网站、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中国长安网、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各省份主要媒体及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下简称“官微”），各省份公安、法院、检察院官网，新华网、人民网、央视新闻及《人民日报》官微等（见表2），多人反复筛查提炼主要案情信息（如图1所示），以期从官方口径和专业领域的论述中获取有关重大案件的细节以及公安机关的应急管理实践。
其次，由于许多关于案件始末和细节的非官方媒体和自媒体报道总是先于公安官方的确认而被公众所熟知，且相比于具有权威性和一定舆论导向性的官媒，自媒体数据能够从更加多元的视角呈现案例涉及的各方情况。因此，非官方的数据源对分析重大案件中公安机关的应急实践是否得当、如何改进十分重要。因此，选取了新浪微博、百度贴吧、知乎以及天涯论坛4个代表性平台，以“南大1·19案”“苏湘渝周克华案”及“杭州来女士案”等为关键词进行信息检索。从具体收集和分析步骤来说，以南大案为例，技术处理方法与操作步骤为：（1）先通过Python爬取涉及3个案件的信息帖，并以此作为数据单元构建案例库文本集；（2）借助词频加权统计方法TF-IDF，将文本转换为大数据算法能够读取的矩阵信息；（3）运用非监督机器学习t-SNE精炼信息，以降维和可视化的方法挖掘文本数据的核心维度[17]。
表2  微观视角检验公安机关重大案件应急管理体系的数据来源与应用	Comment by ZOU Yunjin: 编辑老师您好，请问这个表2能否延用原来的样式？可能会更为紧凑减少排版篇幅。主要的问题在于，一些自媒体平台没有专门的栏目，是全平台爬取的，新样式的表格会有不少空余，不够饱满。	Comment by 。: 原本的表格不是三线表。那么建议可以把栏目一列删去。
	数据来源
	类别
	栏 目

	政府官网
	公安机关官方网站
	警务信息、案件信息公开、以案释法、案例指导、平安建设、权威辟谣等

	
	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
	

	
	中国长安网
	

	
	中国审判流程
信息公开网
	

	全国性媒体
	新华网及官微
	

	
	人民网及《人民日报》官微
	

	
	央视新闻网及其官微等
	

	各省份代表媒体
	各省份党媒及主要媒体及其官微
	

	
	各省份公安、法院、检察院官网等
	

	具备专业性质
的综合网站
	中国法院网
	

	
	裁判文书网
	

	
	北大法律信息网
	

	
	中国司法大数据服务网
	

	
	典型案例、司法案例、类案检索、案例分析、热点案例
	

	自媒体平台
	根据Alexa网站排名筛选排名靠前的自媒体，如知乎、天涯、微博与贴吧
	

	访谈记录
	选取重大案件，采访当事人及家属以及参与案件的警员等
	



经由上述多渠道收集到的信息数据，经过降维后信息量依然繁杂，如何识别出公安机关关键活动，需要专业人员给予引导。因此，于2021年分数次访谈了北京市、南京市、昆明市十余位一线警员和刑侦领域相关负责人，访谈时长共计约95小时，以此成功锁定了公安机应急管理实践中的关键行为。
3  案例呈现：科技创新驱动社会安全应急管理的案例分析
3.1  应急管理体系建立前：南大案复盘与分析
1996年1月9日，南京大学女学生刁某某从学校宿舍外出后失踪，19日遗体碎片被发现。此后，警方又在多个核心地段和南京大学内发现包裹，确认其遇害[18]。凶手作案手法残忍，且多次引发社会恐慌，给破案带来困难。案发后，南京警方调集全市警力，大规模搜捕嫌犯。
警方行动：基于对大量文本数据的梳理可以发现，由于破案难度大，且迫于舆论压力和社会稳定因素，警方不得不寻求市民帮助，两次刊登启事，发布悬赏通告征集线索；同时，成立专案组、全城大搜查，但始终未找到嫌疑人和第一案发现场。此后，案件陷入漫长的破案期，被称为“中国第一悬案”[18]。Python爬取的文本内容显示，20余年来该案件一直备受关注，网友们对凶手职业和身份的猜测层出不穷。在南大案的处理过程中，虽然当时可用的技术手段与今天的科技水平有所差距，南京警方还是尽可能地应用了当时先进的科技工具来促进案件侦破。例如，在搜寻失踪人员时（见表3中的关键活动2），警方不仅依靠传统的地面搜查，还尝试利用早期的数据库技术来跟踪和管理线索。在确认遇害者及财产损失（关键活动3），以及在锁定嫌疑对象的过程中（关键活动12），警方采用了基础的数字化信息管理，通过聚集和分析线索的数字记录，以指导搜索和调查工作。这种尝试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创新性的，预示了未来刑侦工作中数据分析重要性的增长。即便在2000年初的数字技术尚未成熟时，南京警方也意识到通过新兴媒体平台提升公众参与度的潜力（关键活动11）。
通过与现代科技创新手段的对比，南京警方在当时已经展现了对利用可用技术的适应性和开拓性。尽管这些技术在当代的视角中可能显得初级，它们在当时却代表了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中利用数字化技术的早期尝试。这种早期尝试预示了数据分析在未来刑侦工作中的关键角色，并对后续的科技在警务工作中的集成和应用产生了启发性的影响。

表3  南京警方侦查南大案时的关键活动
	[bookmark: _Hlk78148163]编号
	关键活动
	关键事件集合

	1
	接到报警报案
	发现尸体人员报警求助

	2
	搜寻失踪人员
	警方开始搜寻失踪人员并发布寻人启事

	3
	确认遇害者及财产损失
	通过体貌特征确认遇害者

	4
	通知家属
	立即通知受害人家属

	5
	专家参与
	决策过程刑侦专家参与，推断凶手可能的职业

	6
	调集精英
	调集精干力量参与案件侦破

	7
	组建专案组
	成立专案组进驻南京大学

	8
	走访询问研判疑点
	警方围绕抛尸路线走访，并前往受害人原住地收集信息

	9
	全面排查追踪线索
	对南京大学附近所有居民进行地毯式盘查

	10
	划定重点区域
	聚焦闹市区、中山路、小粉桥、水佐岗等重点区域

	11
	动员社会参与寻求支持
	报刊刊发启事和悬赏通告呼吁社会关注并提供一切线索

	12
	锁定嫌疑对象
	将冒充警察前往姜堰采访刁某某父亲或发表详细文字描摹杀人过程的自媒体人员带走核查，但仍未找到真凶

	13
	新媒体通告案情
	2016年公安部刑侦局官方微博回应将永远追查到底不放弃


3.2  应急管理体系发展中：苏湘渝案的复盘与分析
1970年出生于重庆的周某，从2004年起在重庆、江苏、湖南等多地持枪抢劫巨额现金，杀害10余人[19]。家庭原因导致其性格孤僻扭曲、沉默寡言，初中辍学后外出打工，且几乎不与人来往。他在2004－2012年间多次持枪抢劫，残忍狡猾且具有反侦查能力，被公安部列为A级通缉犯，在多地流窜时造成群众恐慌，后于2012年8月14日被击毙[20]。
警方行动：对大量文本数据梳理后可知，周某的连环暴行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先后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尽快将嫌疑人缉拿归案。公安部也将案件列为重中之重的“第一号案”，多地警方发布悬赏通告缉拿嫌犯，悬赏总额突破300万元[21]；此外，公安部还综合协调擅长不同领域（如犯罪心理学和犯罪痕迹学等）的刑侦专家参与案件。但即使周某被警方击毙后，案例库文本也显示仍有“被击毙者非周某”的质疑。针对这些网络谣言，为了安抚民心，长沙警事、重庆网警、平安沙坪坝等公安官微连续辟谣“DNA和指纹比对准确无误”[22]，及时回应了公众关切，抑制谣言传播，进而减少恐慌。
公安部门在苏湘渝案的科技创新实践体现在多个关键活动中，在视频侦查与技术侦查方面（见表4中的关键活动18），警方部署了高清监控摄像头，并运用图像识别和行为分析软件，这反映了警方对数字侦查技术的早期应用，为案件提供了关键线索；应急通信保障（关键活动16）突出了如何利用通信技术来保证各个侦查小组间的即时通信，确保信息的快速和准确流转，加速了案件的进展；在全面排查追踪线索（关键活动11）方面，警方结合传统警犬搜索和先进的车辆定位系统，展现了科技工具与传统方法的有机结合，提升了搜查的范围和精度；此外，警方在新媒体通告案情中（关键活动22），有效地利用了社交媒体平台，对外发布案件信息和辟谣声明，这不仅迅速压制了不实信息的传播，还缓解了公众的不安情绪。
可以看出，尽管当时的科技与今天相比仍有差距，但公安部门已经开始有效地利用可用技术进行创新实践，特别是在提高应急响应能力、强化区域间协调和提升侦破效率方面。这些早期的尝试和应用不仅为后续公安工作中科技创新的更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而且预示了公安工作中持续融入新科技的发展方向。

表4 警方侦查苏湘渝案时的关键活动
	编号
	关键活动
	关键事件集合

	1
	接到报警报案
	群众报警

	2
	救助伤员
	对抢劫中意外受伤人员实施救助

	3
	确认遇害者及财产损失
	确认受害人身份及其被抢枪支和现金总额

	4
	通知家属
	立即通知受害人家属

	5
	启动应急处置方案
	案发后重庆警方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方案；湖北省公安机关亦成立应急指挥部制定控防堵截方案

	6
	专家参与
	多位擅长犯罪心理学和痕迹学的刑侦专家参与决策

	7
	调集精英
	调集近万名公安精干警力参与案件

	8
	组建专案组
	成立专案组整合系统力量

	9
	视频侦查
	视频排查可疑人员踪迹及其步态和特征

	10
	走访询问研判疑点
	走访小旅馆、小餐馆、出租房屋、空置房、工棚等

	11
	全面排查追踪线索
	投入数百只搜索犬和数百辆巡查车辆进行全面围捕	Comment by ZOU Yunjin: “数百辆”删除	Comment by 。: 巡查车辆也需要量词。搜索犬的量词是只。请斟酌。

	12
	划定重点区域
	公安机关确定核心圈、重点圈、外围圈等重点抓捕网络

	13
	动员社会参与寻求支持
	拓宽报警通道以接受微博私信报案，滚动播出通缉令和悬赏通告，发动公交车和长途车驾驶员关注案犯流窜

	14
	锁定嫌疑对象
	锁定周克华身份

	15
	采取强制措施
	发现周克华曾因非法运输枪支被刑事拘留后服刑3年

	16
	应急通信保障
	通信技术保障侦缉过程中的应急通信工作

	17
	应急交通保障
	交通装备为处置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提供保障

	18
	网络侦查与技术侦查
	技术人员对其人体特征和习惯动作反复研判

	19
	应急单位紧密合作
	重庆、长沙、南京等多地公安机关协同联动破案

	20
	提前预警防范风险
	告知搜捕圈附近居民尽量不外出，留在家中注意安全

	21
	全方位布控抓捕
	设立武装检查站严密布控对周克华实施抓捕

	22
	新媒体通告案情
	多地公安局官方微博回应公众质疑及时制止谣言传播

	23
	发布会回应社会关切
	公安部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案情

	24
	机构队伍能力评估
	公安部部长签署嘉奖令授予重庆市公安局集体一等功



3.3  应急管理体系成熟后：杭州案的复盘与分析
2020年7月6日，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接到报案，家住四季青街道的居民来某某凌晨从家中失踪。警方此后对小区化粪池进行筛查，检测后发现尸体组织，断定来某某遇害，并依据调查中发现的多处疑点，断定其丈夫许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警方行动：由于自媒体如抖音、快手的时效性，网友甚至将案发地当成了时尚潮流聚集地，在警方尚未锁定嫌犯时，就开始网上直播该小区的实时动态，造成舆情危机，提出了多种版本的阴谋论，引发社会恐慌，亦给警方尽快破案带来压力。随后，国内外著名媒体也对这个热点进行了大肆炒作，如《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故事“消失的爱人”，以40页长篇报道对涉案夫妻的婚姻与现实进行了讲述[23]。经过警方一系列的应急处置及盘查和探索，许某某供述了他因家庭生活矛盾不满妻子，趁其熟睡时将其斩杀的事实。2020年7月25日，在完成迅速侦破后，杭州警方专门召开了新闻通气会，通报了网传的与许某某职业身份、作案地点相关说法的不实[24]，并将案件定性为有预谋的故意杀人案件。
在杭州案的侦破过程中，公安部门不仅采用了现有科技工具，还展现了对科技创新的深度整合与应用。在智能警务的应用上（见表5中的关键活动9），公安部门不只是简单地利用了大数据，而是结合了算法优化和模式识别，以此来提炼出更加精准的侦查信息。这种综合性利用不同数据集的方法，标志着警方在信息筛选与决策过程中的技术跃进。在视频监控的进阶使用中（关键活动10），不仅对大量视频资料进行监控，而且应用了时间序列分析和行为识别算法，让视频监控转化为一个动态的、实时反馈的侦查工具。这种方法能更快速地缩小搜查范围，并对可疑行为进行即时标记。对于网络与技术侦查（关键活动17），杭州案的侦查工作融合了生物识别技术和网络行为分析，这在确认嫌疑人和其行为模式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传统的警务工作相比，这种方法大幅提升了警方对于复杂线索的处理能力。在新媒体的战略运用上（关键活动18），利用数据分析来监控舆情动态，并据此调整信息发布的策略，显示了科技在危机公关中的应用，避免恐慌情绪的蔓延。
杭州案中的科技创新应用，不单是对特定技术的运用，更是对现有技术进行深度整合与战略性应用的一个明证。它展示了公安部门如何通过科技手段优化应急管理流程，提高反应速度，并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维护秩序与安全的能力。

表5  杭州警方侦查杭州案时的关键活动
	编号
	关键活动
	关键事件集合

	1
	接到报警报案
	家属报警

	2
	搜寻失踪人员
	接到报案当晚出动警力寻找，连续数天不断搜寻

	3
	启动应急处置方案
	迅速启动预警机制

	4
	确认遇害者及财产损失
	确认死者身份

	5
	通知家属
	立即通知受害人家属

	6
	专家参与
	安防专家研判监控死角、刑侦专家制定审讯策略方案

	7
	调集精英
	调集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三级公安骨干

	8
	组建专案组
	成立专案组调查疑点寻找真相

	9
	智慧警务研判
	大数据赋能快速锁定核心范围

	10
	视频侦查
	百余名侦查员对近6 000小时视频24小时连轴交叉复核

	11
	走访询问研判疑点
	对小区住户进行走访询问，详细记录重点时段情况

	12
	全面排查追踪线索
	对所有隐秘部位（电梯井、窨井等）逐一排除藏匿可能

	13
	划定重点区域
	可能藏有尸体的化粪池被列为重点排查区域

	14
	动员社会参与寻求支持
	公众线上线下提供线索

	15
	锁定嫌疑对象
	锁定来某某丈夫为嫌疑人

	16
	采取强制措施
	刑事传唤连夜审讯

	17
	网络侦查与技术侦查
	提取检测对比脱氧核糖核酸（DNA）

	18
	新媒体通告案情
	公安官方微博多次通报案情进展

	19
	发布会回应社会关切
	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案件细节

	20
	家属优抚善后
	关注未成年子女后续抚养问题


4  构建社会安全事件应急管理效能的实践逻辑
4.1  关键活动、专业属性及综合大类
[bookmark: _Hlk101302189]基于3个不同时期的典型案例的分析梳理，将公安机关在重大案件应急管理中的关键活动整理为27项，包括确认死者及财产损失、专家参与、组建专案组、动员社会参与寻求支持、机构队伍能力评估认定、家属优抚善后等。随后进一步依据不同活动间的共性和特征，将其归纳为11类专业属性。例如，关键活动中的新媒体通告案情、发布会回应社会关切，都是为了向社会公众发布案情相关信息，塑造良好舆情环境，故将其归类为“新闻发布”；而视频侦查、走访询问研判疑点、全面排查追踪线索、划定重点区域、锁定嫌疑对象，目的均在于研判案情，故将其归类为“排查研判”。依照同样的逻辑，最终得到了应对处置、决策指挥、组织动员、排查研判、强制处理、科技攻关等11类专业属性。其中，有5类是公安机关应对重大案件展开的基础活动，在不同的案例和应急建设时期中都有表现；而有6类则是随着时代进步，围绕公安基础活动展开的提升其应急管理质量和速度的支持活动。鉴于此，将全部公安机关应急管理的关键活动归纳为“基础活动+支持活动”这两个综合大类，并基于此得出了社会安全事件（重大案件）应急管理效能分析框架（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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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社会安全事件（重大案件）应急管理效能分析框架
注：资料来源于官方信息和多来源文本汇总，经由公安机关专业人士指导整理而成。
与过往研究成果相比，学者们大多遵循“专家咨询确立初步指标项－指标隶属度检验评价－指标体系的再次统计检验（通过从业者问卷等）－修正指标体系”等一系列操作步骤来构建效能分析框架。本文在此基础上对这个框架建立方法的第3个步骤，即对指标体系的再次统计检验环节进行了创新：借助大数据机器学习方法识别出了精准的、超越传统方法统计结果的重大案件应急管理效能评估的一级（基础活动与支持活动维度）、二级（11类专业属性）和三级（27项具体活动）指标项。相较于其他领域效能评估框架的建立过程，社会安全和重大案件领域具有特殊性和敏感性，机器学习方法技术的运用恰好能弥补对大规模从业者进行问卷调查以建立指标体系的困难，且能有效减少主观感知可能造成的偏差，运用海量级的运算以发掘大数据内部的特征和聚类趋势。

4.2  实践逻辑的异同分析
4.2.1  3个案件中公安机关应急活动的相同点分析
首先，在基础活动的应对处置环节，3个案件中公安机关都在第一时间救助或确认了受伤害人员、积极寻找目击者、疏散群众、迅速组织堵截抓捕，并有效制止了其他衍生犯罪行为等。警情应急处置的反应速度，对命案工作至关重要。其次，在决策指挥环节，3个案件中公安机关的应急活动既体现了对案发环境的分析研判上，也包括了对嫌疑人员的评估。南大案中，警方通过决策研判，推断了凶手可能的相关职业类别并展开相应调查；苏湘渝案中，公安机关主要领导直接参与现场指挥，对案情侦破起到积极作用；杭州案中，警方统一行动和快速应对的决策指挥能力也非常突出。总之，这些决策指挥活动，有利于综合性、全方位、高效率地部署警力，解决指挥效能不高和指挥关系不顺等问题。再次，在组织动员和排查研判环节，3个案件中涉及的南京、杭州、重庆等多地公安机关均组建了专案组，调集警力协同完成了视频监控筛查工作。南京警方在案发后发动了大规模警力参与破案，全市警力都不同程度参与了大搜查；苏湘渝案和杭州案中警方也快速组织动员，应对突发情况。就排查研判而言，上述3个案件中，公安机关在接到报警报案后，对周边区域进行了大规模走访，询问研判案情疑点、地毯式排查追踪细节线索等，试图锁定重点区域以推进破案。最后，在支持活动中，协调联动属性中的动员全社会参与以及评估认定中的提前预警防范风险在3个案件实践中均有呈现。例如，公安机关通过提供悬赏公告来呼吁全社会关注案件、发动群众重视案犯流窜情况、鼓励公众和知情人士提供线索等方式寻求着全社会的支持，助推了案件的进展和转机，尤其是在苏湘渝案中警方的社会动员意愿与效能明显强于其他两个案例：在侦破过程中，公安机关拓宽报警通道以接受网友通过微博私信报案，滚动播出通缉令和悬赏通告，发动公交车和长途车驾驶员关注案犯流窜。相比而言，南大案仅仅在报纸上刊登了启事，但并未通过其他方式向公众交代案情进展、寻求社会支援。杭州案也较为被动，未及时作出社会动员，也未借助群众力量获得更多线索以助破案并打消案件的负面社会影响。但就提前预警而言，通常情况下，恶性案件具有疑难性等特征，对重点人群、重点地区的先期预测和分析评估能够一定程度上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虽然有些地区已经制定了命案攻坚整体联动快速处置预案，但其实际效果仍有待论证。例如在3个案件中，公安机关的预案和风险监测存在欠缺，对重点区域、重要活动、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巡逻监控、研判分析存在不到位的情况，埋下了不稳定的社会因素，为犯罪行为提供了温床。
4.2.2  3个案件中公安机关关键活动的不同点分析
首先，在支持活动的科技攻关、配套优化环节，诸如智慧警务研判、网络技术侦查等关键活动，在南大案中较为缺失。南大案因时代所限，几乎看不到先进刑侦技术的有效参与。而在苏湘渝案、杭州案中，警方展开了大数据智慧警务研判、地毯式搜查并连轴交叉复合监控视频，尤其是杭州案依托了杭州“城市大脑”智慧警务系统，实现了“科技大数据+精干警力”的精准合围，框定范围突破方向，与时俱进应急处置。同样地，就配套优化环节中的应急通信、交通保障而言，应急图像传输、信息共享、可视化远程指挥调度等技术在苏湘渝案、杭州案中的应用，对突发事件处置、打击罪犯、应对重大案件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为公安机关提升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整合警务资源，实现高效指挥、有序应对提供保障。
其次，在新闻发布环节，3个案件中警方的应急行为各有不同。诚然，在3个案件中，均出现了各种版本的网友猜想和恶性谣言，例如南大案的“教授、高干子弟作案”、杭州案的“被害人丈夫系侦察兵退役”等。在此种情况下，负责苏湘渝案和杭州案的警方通过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官方微博直播、回应辟谣等方式，对案情进展和群众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及时的回应，及时制止和澄清了不当言论。相比而言，南大案虽已过20余年，但至今仍是各网络自媒体热议的焦点，各类恶性政治阴谋论层出不穷。不难发现，如果公安机关对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信息处理不恰，案件的舆论反响会持续激烈，网友对案件的猜测以及各类谣言也会朝着爆炸性的趋势发展。反之，及时通告相关进展，全面回应社会关切，则能有效遏制谣言传播，抚平社会情绪，维护社区稳定和民心。
再次，邹昀瑾等[25-26]认为，在协调联动和评估认定环节，公安机关在案件应急处置过程中，往往需要与异地公安以及交通、医疗、消防等多部门建立协调联动关系，从而保障伤员得到及时救助、跨区域追逃抓捕工作畅通等。在3个案件中，苏湘渝案最能体现这一点：在案件侦破的过程中异地公安机关的合作体现得尤为突出，重庆、湖北等多地公安机关在处置方案实施、围捕防堵过程中紧密配合。另外，就评估认定环节中的机构队伍能力评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应急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强调，要建设“一专多能”的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27]，以实现多个应急主体间的互联互通与资源共享。
最后，在优抚关怀环节，南大案中被害人的亲属在家破人亡后，多次表达了对警方和政府的殷切期待，希望能获得一定的抚恤；苏湘渝案中被害人家庭情况不尽相同，家属优抚同样面临政府抉择；然而，在杭州案中对受害人小女儿面临的诸如监护抚养、心理疏导、转学就读等一系列问题，却得到了包括警方和媒体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关注，应急实践的进步值得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就这3个案件而言，在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案件信息传播过程中，公众知情权和受害人家属的隐私保护问题难以被同时满足，媒体发挥着动员宣传和过度消费受害者的正反效应：一方面，主流媒体报道案件经过、剖析案情焦点、采访受害人家属、呼吁社会关注、谴责犯罪行为，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对信息的渴求，也弘扬了公安部“命案必破”的信念；另一方面，部分自媒体出现了过度消费被害人、侵害其家属隐私的情况，中伤受害人的谣言肆意传播，不仅给当事人的家庭造成困扰，更将案件娱乐化，对被害亲属造成二次伤害。针对此，公安机关在应急管理的善后环节应给予受害人家属更多保护。
基于对3个案件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公安机关应急管理行为在不同时期的明显变化，而这些变化也决定了公安应急管理的成效。第一阶段，应急制度和各项实践配套工作等都不完备，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南大案至今未破，且决策者在那个时代尚未意识到舆情的重要性，不清楚如何正确引导舆论以将案件的负面社会影响以及将对家属的伤害降到最低。第二阶段，随着应急管理“一案三制”的逐渐完善，公安机关的应急实践能力得到了结构性的提升，行事有章法，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应急管理部可以做得更加条理清晰，这在苏湘渝案件中得到呈现，警方跨省缉拿嫌犯，从应急预案的设置到具体的抓捕环节都实施妥当，且充分利用了官方与自媒体进行社会预警和舆情回应。但是这个时期由于警方信息和刑侦技术尚不发达以及警方协调联动机制方面的滞后，造成罪犯几次落网，引发了其后续流窜多地连续犯案的不良社会后果，造成民众恐慌。第三阶段，随着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快速发展，大数据研判和智慧警务等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公安机关的应急管理实践，这一趋势在杭州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令警方可以迅速锁定嫌犯。但是，警方在针对舆情压力时仍显得力不从心，甚至被自媒体的案情直播和公众关注所牵制，当网友已经在网络上“成功破案”后，警方才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补救性辟谣，但并未在第一时间有效控制与案件相关的负面舆论和谣言，对受害者家属的人身保护和优抚力度也因此大打折扣。总之，根据社会安全事件（重大案件）应急管理效能分析框架，提炼3个时期公安应急管理活动的特点和缺陷，也揭示了其未来的改革重点。
5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不同时期典型案件的复盘分析，本文认为在各类社会风险多发的复杂公共安全背景下，从公共管理视角剖析公安机关在重大案件中的应急管理行为可以进一步深化全灾种应急管理，提高全社会参与下的应急实践，完善全流程（如事前、事中与事后）的应急体系与构架建设，以形成针对重大案件的新型高质量应急治理模式。
在趋向全灾种应急管理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号召对全部可能的灾种进行应急管理，目前有关文献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及公共卫生事件较关注，对社会安全事件的关注甚少（特别是重大案件）。而中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面对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政策系统的调适能力反映出其制度韧性[28]。由现代性导致的社会变迁造成矛盾多发，应对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如多发案件等）也趋常态化，构成了政府应急管理议程设置的动因[29]。基于此，本文从应急管理的全社会、全流程视角，阐述了重大案件应急管理的实践与学术价值：学界一直强调要研究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而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具体的共建流程[30]，所以用全社会和全过程视角来研究重大案件应急管理意义非凡，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体现。另外，通过Python技术收集了海量涉案信息，结合相关人员的质化访谈，梳理和分析了针对案件的应急基础活动和支持活动的相互作用，为政府应对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管理“工具箱”。各地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工具箱中的关键活动进行规划实践，找出需要改善的方面，提高应急管理效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目标、责任和使命。
本文虽构建了公安机关重大案件应急管理效能分析框架，但仍存在有待进一步论证和拓展之处：一方面，尽管公安机关的应对处置、决策指挥、组织动员、排查研判、强制处理等关键活动在侦查活动中得到体现，但目前这些活动主要集中于案发后处置，相较而言，案发前的预防工作和案发后的应急能力评估工作较难被学者记录，有待进一步考察；另一方面，随着大数据和智慧治理时代的到来，公安机关应对突发事件的活动必将越加多样，学者们后续也需要扩展多案例分析，选取全国范围内更多的典型案例进行跨案例比较，以形成更加细化的应急管理研究框架。可以在本文有关重大案件应急管理“关键活动-专业属性-综合大类框架”的基础上，提炼具有针对性的指标，以建立有关公安机关应急管理效能评估的一、二、三级可操作化的量化指标体系，适应中国责任型政府建设、效能型政府建设和政府民主决策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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